
“天皇制”与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武心波’

    内容提要:日本对近代民族国家的打造是凭借 “民族主义”的教义来实

现的，但其切入的途径则借助了本国“氏族政治”这一传统资源，即以“国

体论”下的天皇制和神道教等名义，将岛内散在的氏族部落力量整合成一体

化的民族力量，形成岛国型的民族主义，再用被想象和创造出的所谓 “大和

民族主义”的精神与原则去建构 “近代国家”，创建了至少在形式上与西方

近代国家十分相似或相近的近代民族国家，从而成功地实现了与近代国际政

治的接轨，巧妙地完成了一次政治与社会的近代转型。但若揭去头盖，抹去

粉饰，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依然是氏族政治的古老面容。

    关键词:氏族政治 天皇制 民族国家

    日本是一个基本接近单一民族的国家，大和民族占了该国总人口的

99.5%以上，而少数民族如阿伊努人只占其中的极小部分。日本的同质

化程度是地球上多数国家难以匹比的。但日本的民族概念却是在近代以

后才形成的。日本国际政治学者猪口孝认为，日本的单元性不是与生俱

来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最终才成为一个民族，其民族认同感

只在近代— 尤其是明治维新之后— 才明朗起来。

    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民族被地理环境和幕藩体制分割得支离破碎，

“日本国中，几千万人被封闭在几千万个箱子里，宛如被几千万堵墙所

隔离”①。由于封建割据，日本民众事实上分属于不同的共同体，即分

属于不同的 “藩”，在 “藩”与 “藩”之间相互隔离、各自独立的情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副教授。

①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卯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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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整个社会不能形成共同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人们的意识偏向

固执、狭隘，缺乏公共性和开放性，更缺乏所谓民族的一体性。这样，

近世的 “幕藩体制”就成了形成民族统一意识和民族一体化的最大的

栓桔，而 “德川幕府的现实政策正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结构，一味

地阻止民族统一意识从下面成长起来”①。

    因此，在前近代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心中，是没有近代的

“国家”这一概念的。那时日本人所具有的，事实上是一种居于狭隘的

血缘与地缘关系基础上的 “藩国意识”。但 “家庭、部落、氏族及地区

等次级社会单位若要充分维持生存，就必须尽力创造并维系自己的民

族;因为这些社会单位的本性和目标— 通常称之为 ‘意义’— 都

源自民族的本性和目标;这本性和目标不能通过理性分析显现，只能由

特殊的自觉意识领会，把个体的人与不可能进一步解析的有机整体结合

为一体的独特关系，人们未必完全意识到”②。所以，日本要想抵御外

来压力，实现近代化，就必须打破这种基于士农工商身份制和幕藩体制

的旧意识，形成新的 “我是日本人，日本是我的国家”这一近代民

族一国家意识。

    “民族是国家存在、发展的基本要素。⋯⋯总之，民族国家的形成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必然结果，是民族运动的必然结果。”③“民

族”是一个近代话语，最早起源于18世纪的欧洲，就其基本含义 (共

同地域、共同语言文字、共同生活方式等)而言，这个话语足以揭示

我们所涉及的间题，它 “首先是对属于某个特别的人类群体的人坚信

不疑，对此一群体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生活方式信奉不渝;包含在该群体

中的个体的特征是由共同的疆界、习俗、法律、记忆、信仰、语言、艺

术和宗教表达方式、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等诸因素塑造的，有时还包括

共同的遗传、血缘、种族特性，而除此之外，我们是无法用别的东西来

解释其个体的特征的;正是这些因素塑造了具体的人，塑造了他们的目

    ① 丸山真男: 《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XX)年，第

274页。

② 以赛亚·柏林:《论民族主义》，《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4期。
③ 俞正梁:《当代国家关系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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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和价值”①。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说，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现

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构筑这一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条件。

现代印刷术的发展，报纸、小说、铁路公路和现代化通讯手段的普及，

各种信息在一国之内的迅速交换等等，都为人们想象和虚构民族这一政

治共同体提供了必要的条件。②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很快进人到这种状态，日本通过大量地学习和吸

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在日本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日本各

开放的港口之间均有了铁路相连，为人员大范围的移动提供了条件。同

时，电信业和印刷业的发展也使信息的传播和上情下达更为快捷，如帝

国宪法和教育救语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传到全国各地。以报刊为代表的

传媒业也随之开始成熟，这种新型的传媒方式对大众的舆论导向以及对

民众思想的影响都远远地超过了以往任何一种方式。这为日本统治者以

政府的力量，通过文化、文字、教育、传播等渠道，积极地塑造日本人

民的民族想象创造了条件，也为岛国形成 “民族”概念，虚构一个民

族的实体创造了条件。

    各国对民族主义内涵的界定是不同的。福斯勒说:“唯一的民族主

义、全世界无二性的民族主义并不存在，所存在的只是一些相异的民族

主义的复数。”③也就是说，“因各民族在世界史上所处的地位不同，所

以民族国家的形成乃至发展方式也各不相同。与此相应，民族主义自身

的发展也各有独自的形态。⋯⋯民族主义的主张本质上必然是个性化

的”④。日本的民族主义既不同于西方的政治民族主义，也不同于中国

    ① 柏林: <民族主义:被忽视的过去与当代的力量》，http://， .g0llgfa.co“

bolinnu llZll劝uyixuan.ht.“。

    ② 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一 一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3年。
    ③ 0.福斯勒:《民族思想:从卢梭到兰克》，1937年，第13页。转引自丸山真男:《日

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第269页。
    ④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第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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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民族主义，而是更接近于德国的种族主义。①但这种种族主义又

不同于西方式的种族主义，而是一种十分独特的话语体系和 “政治

想象”。

    日本的民族主义除了具备种族民族主义应该具有的 (如拥有共同

的遗传、祖先、血缘、种族特性等)一般特点外，还保留着大量岛国

所特有的种族习惯、文化基因和生活方式，呈现出一种原始落后的风

貌，而这些折射到日本的 “民族”概念中，则决定了其基本的政治内

涵主要是以氏族政治的语汇构成的，具有非常强烈的氏族政治倾向。日

本民族在政治上的进化是缓慢的，还停留在比较原始落后的人文阶段，

其民族的自我表达方式习惯于按照传统的一套程序来进行。氏族内部的

分裂性结构孕育了许许多多大小不一、但又同质的氏族共同体，即使是

从其最末端的组织之中，人们也可以发现其政治意志和表述方式与最上

层的共同体组织之间，在结构上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都是凭借神

话传说、氏族帐 传统的规范与族规来构建组织，进行身份认同的。

    由于氏族神和氏族领袖在群体内部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人们

对民族这一新的群体的集体认同，往往通过对氏族神和氏族领袖的认同

来实现。人们通过对氏族神和氏族领袖的强烈崇拜、认同和追随，来实

现近代民族意识的再造与自我完善，实现对由氏族部落群体演化而来的

民族共同体的体验和追随。为此，对氏族共同体的强烈归属感便被上升

到了民族这一更高的层面，形成了对民族共同体的 “归属”与

“认同”。

    所谓 “民族认同” (也译为 “国家认同”)是来自英文national

    ① 一般说来，“民族主义”大致有三种类型或三种概念:第一个是 “种族民族主义”，

第二个是 “文化民族主义”，第三个是 “政治民族主义”。在前现代，一般只有两种类型，一

种是种族的，一种是文化的。种族民族主义在19世纪世界性的建国浪潮中曾一度盛行，二战

时达到高潮，随着国家建设的逐渐规范化，攀生法西斯主义、纳粹党的种族民族主义得到了

肃清，现在纯粹意义上的种族民族主义已经基本无法存立并起不了多大作用。文化民族主义

则由来已久。据陈寅格考证，中国文明的扩张，不是靠种族的同一性来唤起人们的认同感，

而是靠文化的同一性。列文森认为，儒教中国只是个文化中国，是基于文化认同而统一的，

所要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政治民族主义是近代才出现的。作为政治运动的近代民族主义乃

是一大政治原则:政治的群体 “国家”与民族的群体应该是等同的。所以，我们现在说民族

主义，一定是政治民族主义，而不是文化民族主义。通过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的建构，使每一

个公民都纳人国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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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是nation与identity的结合，将个人认同的来源置于nation这一

整体认同之中，使其隶属nation而产生出强大的集体认同。nation是一

种由个人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其成员相信彼此同属于一个福祸与共的命

运共同体中，并且坚持要有一个自己的政治外壳— 国家，只有这样，

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的自由、平等及社会福扯才能获得最终的保障。

    日本的国家认同是在排除了具有独立人格的 “个人”对民族与国

家认同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扩大氏族共同体的外延来实现 “民族认同”

的方式加以实现的。也就是说，日本近代国家主义的发展是以民族主义

的自我整合和发展为途径的，并通过民族主义的发展而获得合法性。

“共同的祖先、语言、习俗、传统、记忆、长期地生活在同一块土地，

这些就被认为构成了社会。这种同质性凸显的是一个群体与周边群体的

差异，强调的是部落、文化和民族团结的存在，通过这一点，突出自己

与信守不同习俗、具有不同历史或神话起源的全体的差异，且经常夹杂

着自己以外群体的厌恶或蔑视;民族国家身份就可以据此作出解释并赋

予正当性。”①由于日本民族主义本质上所具有的与其他国家的民族主

义不同的某种独特的本质，决定了日本民族主义的政治表现形式依然没

有摆脱十分落后的氏族政治的范式，日本的民族认同方式是基于落后的

氏族政治之基础上的，即往往通过神道教仪式和氏神的介人来完成，通

过神道教的参与和确立起至高无上的氏族神来实现民族认同的最大化，

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实现了统一民族的再造。

    日本的国家认同正是通过这种独特的氏族政治的路径，锻造了一个

新的大和民族，才使得散乱的部落、氏族等次级社会单位上升并统一到

“大和民族”的靡下，在更高的政治层面与国家重叠、一致了起来。民

族与国家的高度重叠，客观上规定了大和民族的精神首领也必然是国家

的总元首。在认同的程序排列上，首先通过对至高无上的共同的氏神的

认同来认同并整合民族共同体 (第一认同)，再通过整合后的统一的民

族认同来达到对国家的最后认同 (第二认同)。当民族与国家结合在一

起的时候，第一认同与第二认同就有机地融合起来，“民族主义”与

“国家主义”成为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民族主义”使 “国家主义”获

① 以赛亚·柏林:《论民族主义》，《战略与管理》2(X)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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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合理性，并在政治上发挥着对国家的认同与忠诚之作用，而 “国家

主义”又使 “民族主义”获得政治上的表现形式和基本外壳，并使

“民族主义”在这一外壳下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当时，人民大众完全

不理解自己所在的小共同体和整个国家的人民大众的共同体之间的正常

联系，而这种正常联系的断绝，由于当时那种不理智的爱国心而沟通了

起来。”①

    “国家”是一个高度抽象的理念，由于日本民族自古缺乏对高度抽

象事物的认知能力，因此其对国家这一抽象政治共同体的认识和理解，

便不得不借助于民族传统的话语体系，即通过对具有物语漫画性质的氏

族神这一图腾力量的崇拜来实现。氏族政治固有的认知模式往往通过具

体的神灵图谱来感知抽象的事物，通过对氏族神的认同来移情于国家，

达到对国家的认同，即借助于古老的话语体系— 神、灵、血缘、氏神

等符号，来认知和把握宏观的、超越具象世界的高度抽象的理念世界。

日本在政治层面、国家层面上对近代西方政治的学习和模仿，就是通过

自身的这一认同机制— 氏族政治原理 (“国体论”下的天皇制、神道

教等)— 来实现的。通过对建立在神道教基础上的氏族领袖的认同

和追随来认同与追随国家，靠氏神的号召来获得爱国激情和斗志。

    古代日本社会是由无数氏族部落共同体构成的，而天皇则是融全国

各氏族部落为一体的最大的氏族共同体内的最高的氏神，是得到神道一

神话这一传统的话语体系和话语背景支撑的 “人神”。在日本，氏族部

落无论其规模有多大，其内在的结构都是基本相同的，即都有一个共同

的祖先，共同的氏神，进行祭祀，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以氏神为部落

头领，采取共同的思维方式，以共同的集体负责的形式进行团队活动，

对上效忠，对下负责，形成一个和谐有序的共同体组织。而这些共同体

组织又可以根据 “力学原则”和 “功利原则”进行自由的组合，小共

同体可以自愿地依附于较自己势力强大的较大的共同体，而较大的共同

① 福武直:《日本社会结构》，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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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则可以依附于更大的共同体组织，彼此形成层层递进式效忠关系，这

种层层递进式的效忠关系，一直可以推到幕府，乃至最后达至天皇

(在一般的情况下很少发生，除非发生岛国危机)。这样，具有强烈分

裂倾向、貌似散乱的氏族社会在形态上便展现出了其独特的变换模式，

即大可达及全岛，聚沙成塔，形成以天皇为首的岛国政治共同体;小可

分散得四分五裂，形成岛内有国，国中有邦，邦中有党，党中有派的散

乱局面。

    从12世纪 “幕府”专权以来，天皇只是作为一种政治点缀或象征

而存在，从而中断了人们对大一统国家的想象力和亲和力。这一被中断

的历史过程，在近代受到来自于西方的强势文明的猛烈冲击后，又得到

了恢复和延续。当民族危机降临时，各氏族部落会自动消解，以化零为

整的变幻方式，纷纷融人岛国共同体，紧密地团聚在作为文化与权威象

征的最大的氏族神— 天皇的周围，共同抵御外侵。天皇，在危机中显

露真相，以太阳神之子的无穷魅力，将岛内各种分散的政治力量，将那

些个大大小小几十、几百的氏族部落在极短的时间内凝聚了起来，形成

一体化力量，一致对外地迎接挑战。

    明治维新推倒了幕府统治后，日本固有的氏族制度又以另一种方式

开始演化，即人们将此前的以 “藩”(国)为单位的 “家”转变为将

整个日本作为 “家”，形成了以天皇为总家长的氏族国家。日本学者三

户公说，通过明治维新建立起来的国家是从以前的藩 (国)为单位的

“家”向把整个日本作为一个 “家”的结构的转变 (模仿扩大)，即

“在幕府末期，藩这个 ‘家’是由武士负责的，为了强兵富国 (藩)，

推进了奖励国产、引人欧美式工业这一发展生产兴办产业的做法。西南

强藩的下级武士推倒幕府后，形成了以天皇为总代表的国家这一家族国

家，然后就把本来是为了诸侯领地这个家的利益而推行的发展生产兴办

产业、富国强兵的做法原封不动地作为国家针对外国而实行富国强兵的

基本国策加以推行”①。霍尔说:“结果是把注意力又集中在天皇身上，

把他看做历史意义的杰出领袖。⋯⋯以天皇的名义，产生了一个统一的

① 转引自宫坂纯一:《日本经营概说》，企业管理出版社，1997年，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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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①可见，“在倒幕维新这场资产阶级变革运动的大旗上，写的不

是自由、平等、民主等口号，而是 ‘尊王攘夷’四个大字。‘王’就是

天皇，就是天照大神在人间的代表”②。

    在建立近代天皇制国家的过程中日本竭力模仿西方试图走 “以法

治国”之路，它的第一部宪法— 《大日本帝国宪法》 (也称明治宪

法)，就是在大量抄袭了1850年 《普鲁士宪法》和1871年 《德意志帝

国宪法》条款的基础上，在德国法学家若埃斯奈尔的指导下完成的。

《大日本帝国宪法》于1889年 (明治二十二年)颁行。宪法第一条就

是 “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实施统治”③。这一规定，不仅确立

了天皇的世俗权力 (对帝国实施统治)，同时也明确了天皇作为最高祭

司神的神圣地位 (万世一系)。其第三条曰“天皇神圣不可侵犯”。这

是一个近代国家以最高法的形式，把神话所构筑的民族传说确定为日本

国家的正式历史，把由世界各民族在原始蒙昧时代普遍存在的“对神

的信仰”确定为日本天皇的皇祖 (太阳神)与远皇祖 (创造日本的天

神)，“这种对于文明与科学的裹读，以及在精神形态上对于国民的愚

弄，在世界近代史上是罕见的”④。

    明治宪法的制定，进一步巩固了天皇的地位，在法律上确立了以天

皇为核心的天皇制国家。这部宪法是以天皇为中心的复古主义与自由民

权运动相融合、妥协的政治产物。它的颁布，标志着近代天皇制的正式

形成。曾参与 《宪法义解》编撰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穗积陈重在其

《崇拜祖先与日本法律》(1912年)一书中，对近代天皇制的多重性作

了论述。他说，近代天皇制具有神政、家长式、立宪三重特性。天皇掌

握着国家大权，而这种权力是作为神祖的权力继承下来的，所以具有神

政性;同时，天皇是作为日本国民的家长统治国家的，所以具有家长式

特性:而天皇的权力又是通过以立宪主义最进步的各项原则而制定的宪

    ① 约翰·惠特尼·霍尔:《日本— 从史前到现代》，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93一

194页。

    ② 王健:(“神体儒用”的辨析:儒学在日本历史上的文化命运》，大象出版社，ZIX)2

年，第13页。
    ③ 安冈昭男:《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年，第290页。

    ④ 严绍璧:(日本当代 “国家主义”思潮的思想基础》，《亚太论坛》2005年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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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来实施的，所以具有立宪性。①王金林指出，神政、家长式、立宪主

义三特性中，最基本的是神政、家长式两个特性，它们是日本民族固有

的传统，立宪主义则是外来的。②实际上，日本只是在外表上披上了一

层先进华丽的外衣，而在内里和暗处则依旧在巧妙地兜售着千古不变的

古代氏族政治的“旧货”。

    要实现近代天皇制国家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就必须用天皇制意识

形态去统一国民意识，而天皇制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就是 “国家神

道”。日本古已有之的 “神社神道”受到 “天皇制”的国家主义影响，

开始发展成 “国家神道”。所谓国家神道，“乃是以幕末维新时期的神

道兴隆为背景，把神社、神道与皇室直接联系起来而形成的特殊的民族

宗教”③。“国家神道”可以说是将日本皇室家族固有的 “皇室神道”

融人西方民族国家设立的概念，是以“神社神道”为基础所建立的特

殊国家宗教，是一种非宗教前提下的国家祭祀，是一种制度上的宗教。

日本明治时期的政府，就是借着国家政治的力量在推动着 “国家神道”

的宗教信仰，试图以神道教为 “族群”认同资源，借助于宪政途径炮

制出 “新”的国教来建立政教合一的民族国家。民族宗教的民族神话、

历史记忆、生活文化等，实际上已成为用来塑造近代日本民族国家国民

意识的教义。

    根据明治宪法，国家神道作为超宗教的国家祭祀宗教，被确立为君

临于神、佛、基督教等公认宗教之上的国家宗教体制。这样，明治政府

一方面可以统一长期以来非统一的 “藩国意识”，使人们形成 “我是日

本人”的意识，同时又不必交给国民以自立权，只是让他们心中形成

“日本是我的国家，我要为之献身”的近代意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

说，《大日本帝国宪法》是建立在日本神道教之基础上的。“近代天皇

制具有神政、家长式、立宪主义的特征，其实质，则是以立宪为外表，

神政和家长式为内核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规定了近代天皇制的封

建、‘民主’双重特性。两者相比，‘民主’则是虚弱的，而封建则是

殷实的。封建性与民主性的不平衡，导致了近代日本对弱小民族的残酷

参见王金林:《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构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84页。

同上书，第284页。

村上重良:《国家神道》，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69页。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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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掠夺性，以及外交政策的虚伪性。”①

    此外，近代教育也成为被日本政府用来打造天皇制意识形态的重要

工具和途径。明治宪法颁布的第二年，即1890年，政府又以天皇的名

义颁发了 《教育救语》。这一救语是作为超越法令的绝对道德规范灌输

给大众的。明治政府利用制定宪法的机会，以教育作为 “国家主义”

教化的先导，以天皇制的意识形态系统教化国民，以防止民权思想的普

及和渗透。明治政府把 《教育较语》当作学校教育的根基，同时由此

扩张为全社会的教化活动，因此，《教育救语》发挥了国家神道实际教

典的作用。《教育救语》同样将国家神道中天皇崇拜作为教育的根本思

想，它还以命令 “臣民”的形式，列举了 “臣民”应当遵守的德目。

《教育救语》依次 “下赐”给各学校，成为强制性的道德规范。

    在长期的天皇统治中，日本统治者通过 “神道教”和 “皇国民教

育”两条渠道对国民强行灌输以 “皇权神化”为基本内容的国家主义

意识形态，日本国民的思想终被以天皇为中心的神道教所禁锢，其行为

和思想也为严格的学校道德规范、训诫和行为守则所陶冶和驯化，日本

国民对天皇的宗教式崇拜逐渐成了一种习惯，形成了日本式的思维定

式，即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越的民族，天皇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国

民应当效忠天皇并将天皇的统治扩大到全世界。“当时，作为主流意识

的国家主义，以教育作为其强行灌输的先导，并以国家权力相威胁，强

制把国家主义造成为国家的主体意识。”②

    这样，通过对天皇制的全面打造，日本便完成了对近代民族国家的

建构，实现了国家政治形态上的一次大转变和大飞跃，天皇制成为近代

日本政治制度的核心。

诱发日本主动地向 “近代国家主义”一元政治进程转换的内外因

① 王金林:《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构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92页。

② 参见严绍量:《日本当代 “国家主义”思潮的思想基础》，《亚太论坛》2005年创

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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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许多。从外部情况看，是因为整个世界都处在不由自主地向构筑民

族国家，向以国际法为基础的主权国家体系转变这一时代大潮中。面对

这一世界性的潮流，日本别无选择，只能走与世界潮流相一致的政治发

展道路，必须尽快地摆脱业已过时的、在国际上难以为其他国家所识别

的国家形态和政治体制，建立起一个与世界相一致并被世界所广泛接受

的新的国家政治形象。

    从内部情况来看，政治上的长期分裂状态，导致政权效益的低下，

尤其是在面对外来文明的猛烈冲击时几乎毫无还手之力，丧失了作为国

家机器所应该具有的抵御外侵保障安全的基本功能。分裂的政权一日不

结束，整个民族就无法获得一日之安宁。丸山真男指出:“封建社会的

多极性分裂，面临外国势力，暴露出它的软弱无力。当此之时，为了国

家独立而要求民族统一，作为国内政策，表现为两个方向。一是，政治

力量向国家凝聚;二是，向国民思想的渗透。”①这种落后的政治现状

在面临内外危机时势必会在客观上提出改革或改进的政治要求，以尽快

地结束这种不利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政治模式，建立起与国际规范相一

致，有着高度统一性和集中性能的政权组织。只有在高度统一集中的政

治体制下，才能将全国的各种资源充分而全面地调动起来，才能将全民

族的力量凝聚起来，拧成一股绳，共同抵御外来的压力，战胜危机。

“身感欧美列强的重压，为了保全国家的独立，根据 ‘政令归一’—

即政治力量的集中而达到富国强兵的政策，成了燃眉的课题。”②因此，

如何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便成为进人近代后日本所面临的首要的任务。

    政治近代化的主要内容，就是由传统文化认同的国家擅变为民族认

同的民族国家。如前所述，所谓民族国家 (nationstate)，指的是以构

成国民单位的民族为基础，在近代特别是18一19世纪于欧洲建立的典

型的统一国家，一般通过市民革命自觉地形成民族一体意识。当19世

纪末日本被西方各国强力驱赶到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后，日本便沿此方

向开始了模仿和探索，试图依照西方的模式来完成这种政治擅变。

    但日本的政治文化及历史的发展状况毕竟不同于西方社会。近代日

    ①

296页。

    ②

丸山真男: 《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X)年，第

同上书，第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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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会虽然也出现了商品流通下的市场经济萌芽，但这种处在萌芽状态

的所谓城市商品经济，却无法形成能推动日本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的

“资本主义力量”。佩里·安德森认为:“由于欧美帝国主义的冲击，才

摧毁了日本旧的政治秩序;由于西方技术的输人，才造成了它利用本身

社会经济遗产的素材实现了工业化的可能。当帝国主义成为一种征服世

界的体系时，封建主义使得日本— 在亚洲、非洲和印第安人美洲社会

中独一无二地— 跻身于先进资本主义的行列，但是由于地处太平洋的

孤立位置，它不能产生出具有自身动力的民族资本主义。因此，这种封

建生产方式内部没有必然推动它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冲动。”①

    日本由传统向近代国家转变，是无法也不可能像西方那样借助于市

民社会的力量来自发完成的，日本的近代民族国家是绝不可能从市民社

会中产生出来的。“因外国船的到来，造成了幕府权力的松弛，为了克

服由此带来的国内分裂和无政府混乱状态所需要的政治力量，最终并没

有从庶民中间产生出来。”②日本特有的进化模式决定了日本要走出这

一历史的困境，就只能靠 “外部进化装置”，靠外力推动下对西方政治

制度的模仿来实现。

    一个民族，可能会因为共同的历史记忆、生活经验和对土地的情感

而形成共同体的想象，进而组成一个国家。但如果这种想象的创造不能

根植于孕育国人成长的土壤，不能使用他们所熟悉的政治语言和思维方

式，而一味地靠后天的人为制作，依靠对外来文化的抄袭，最后一定会

失去生命力，遭到国人的反对并被国人所唾弃。日本在模仿与选择上拥

有天才般的惊人能力与才华，它没有背离自己的传统而一味地模仿和照

搬西方的理论与模式，而是将这种擅变建立在对本国政治文化传统承袭

的根基上，建立在对日本神道教这种民族宗教的复古，或是说托古改造

的基础上，建立在 “国体”这一日本独特的传统政治话语体系的基础上。

    毫无疑问，从形式上看，日本是凭借 “民族主义”的教义实现近

代化的，但其切人的途径则借助了本国的传统政治资源，即借助 “氏

族政治”这一传统资源来打造国内的各氏族部落力量，将之整合成一

    ①

449页。

    ②

佩里·安德森: 《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48一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第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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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的民族力量，形成岛国型的民族主义，再用被想象和创造出的所谓

“大和民族主义”的精神与原则去建构 “近代国家”，创建了至少在形

式上与西方近代国家十分相似与相近的近代民族国家，从而成功地实现

了与国际政治的接轨，巧妙地完成了一次政治与社会的近代转型。

    日本的整个政治重建过程或从传统向近代的转换过程都是在这种极

其隐蔽的方式下进行的:日本表面上披上了一层西方近代政治的华丽外

衣，实际上却在其华丽外表的掩盖下进行着氏族政治的偷梁换柱活动。

日本政治的近代化从一开始就已内含了一种本土传统政治与西方近代政

治之间的一种对抗和张力，两者时时处在相互制衡的紧张对立状态之

中。西方近代政治与日本传统政治之间的对抗，在日后的日本历史进程

中会不断地以各种方式激烈地爆发出来，而且时至今日两者之间的相互

折冲和对决也依然表现得如炽如烈。

    在国家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日本因没有形成发育成熟完好的市民社

会，失去了市民社会对近代国家建构的参与和推动，国家近代化进程因

此成为一种超越社会、超越所有力量之上的单刀直人式的孤独进程，而

这一单极政治进程虽然表面上披上了一层西方政治的外衣

助的依旧是本国古老的氏族政治资源。天皇作为

的部落头领实际占据了最高的权力地位，是只对

“氏神”

但实际上借

和岛国最大

“天照大神”负责、

而将芸芸众生置于其下任其操纵的最高政治存在。为此，氏族领袖在时

空上便获得了无限的超越性和不可替代性，相应地，由氏族领袖担任的

国家最高元首一职，也具有了无比的权威性。天皇的神圣性与不可侵犯

性及其超越性也因此而决定了国家也和天皇一样成为不可超越的至高无

上的存在，是万能的、绝对的，国家意志是最高意志等等。这样，日本

的近代国家主义进程就成了一种以天皇意志与精神为主要驱动力的进

程，一个不受社会制约与控制的进程，也是一个容易走向毁灭的非理性

历史进程。

    可见，日本传统的 “氏族政治”虽披上了近代 “民族国家”的时

髦外衣，被打扮成楚楚动人的时代少女，但若揭去头盖，抹去粉饰，展

现在人们面前的，依然是氏族政治的古老面容。时代虽变，但日本政治

却始终无法真正走出古代 “氏族政治”的历史困境。

                                              (责任编辑:韦佳)


